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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鵝絨分離──捷克與斯洛伐克分離談判

機制與國際地位演變 

葉紘麟 

開南大學國家暨區域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摘 要 

捷克斯洛伐克於 1993 年和平分離，成為捷克共和國與斯洛伐克

共和國兩個主權國家，「天鵝絨分離」是歐洲少見、也是全世界少有的

和平非暴力國家分裂案例。本文分析當年分離談判過程及其和平成功

的關鍵因素，並評估和平分離對兩國國際地位的影響。捷克斯洛伐克

自 1918 年脫離奧匈帝國獨立以來，捷克與斯洛伐克在經濟、文化與

民族認同上的長期分歧，成為斯洛伐克分離意識的主因。1989 年天鵝

絨革命後，政治民主化與經濟市場化改革的落差，加劇了雙方對聯邦

結構想像與經濟政策上的矛盾，斯洛伐克民族主義也告抬頭。分離成

功在於兩國政治精英的戰略遠見與互利談判，相對於 1990 年代南斯

拉夫的暴力衝突形成鮮明對比。分離後，捷克迅速融入西方，並成功

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歐洲聯盟，國際地位顯著提升；斯洛伐克初

期雖經歷經濟動盪與民主化風險，但之後也順利加入北約與歐盟，逐

步確立穩定的國家地位。除了歐盟與北約外，捷克與斯洛伐克兩國都

是維塞格拉德集團的成員，在政治、經濟、外交等層面都有緊密的合

作關係。本文採用歷史分析法，探討分離如何反映民族認同與地緣政

治的交互作用，並透過本案例對多民族國家的和平分裂提供啟示。 

關鍵詞：捷克斯洛伐克、天鵝絨分離、瓦茨拉夫·克勞斯、弗拉基米爾·梅

恰爾、維塞格拉德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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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天鵝絨分離」（Velvet Divorce）作為 20 世紀末歐洲政治版圖重塑的

重要事件，以其和平、非暴力的特質在同期充滿血腥衝突的國家解體浪潮

中獨樹一幟。1993 年 1 月 1 日，擁有 74 年歷史的捷克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

正式分裂為捷克共和國與斯洛伐克共和國，這一歷史性轉折不僅標誌著中

歐政治地圖的重新繪製，更為國際政治學界提供了研究多民族國家和平分

離的典型案例。冷戰結束後的東歐劇變浪潮中，多個多民族國家面臨解體

危機。南斯拉夫的血腥內戰、蘇聯的暴力衝突與捷克斯洛伐克的和平分離

形成鮮明對比，使天鵝絨分離成為和平解決民族衝突的成功範例（Holigová, 

2017）。這一現象引發學界對以下核心問題的深度思考：在何種條件下多民

族國家能夠實現和平分離？民族主義如何從文化認同轉化為政治動員？國

際結構變遷如何影響國內政治進程？分離後的國家如何重塑國際身份並維

持區域合作？ 

本研究主要研究問題為：天鵝絨分離為何能以和平方式實現？次要研

究問題包括：（1） 斯洛伐克民族主義如何從文化認同演化為政治分離訴求？

（2） 1989 年到 1993 年間捷克與斯洛伐克的政治爭執如何逐步激化至分

離？（3） 分離談判過程中哪些因素促成了和平協議的達成？（4） 分離後

兩國如何重塑國際地位並維持友好關係？本研究的重要性在於，天鵝絨分

離提供了一個寶貴的反面對照案例。在 1990 年代民族衝突頻繁爆發的背景

下，捷克斯洛伐克的和平分離深刻揭示了政治精英的戰略智慧、制度化談

判機制、以及相互尊重的民族關係對於避免暴力衝突的關鍵作用。這對當

今面臨分離主義運動的多民族國家（如加拿大、西班牙）具有重要的借鑑意

義。 

貳、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的歷史建構與政治演化 

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的形成與發展是理解天鵝絨分離的關鍵。作為一種

複合性的政治現象，斯洛伐克民族主義融合了文化復興、宗教保守主義、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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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自治以及反外族統治等多重元素（Nikodým, 2023）。本章回顧斯洛伐克民

族主義從 19 世紀至 1989 年的演化軌跡，揭示長期文化與經濟差異如何逐

步轉化為政治分離訴求。 

19 世紀的民族意識覺醒為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的萌芽提供了思想基礎。

在奧匈帝國的二元君主制結構下，捷克人受奧地利（日耳曼）統治，斯洛伐

克人則處於匈牙利（馬扎爾）統治之下。這種不對稱的政治地位為兩民族的

差異化發展埋下伏筆。大斯拉夫主義（Pan-Slavism）作為 19 世紀歐洲興起

的重要民族主義運動，主張所有斯拉夫民族在文化、語言和政治上的團結，

以對抗日耳曼、馬扎爾或其他非斯拉夫民族的統治。對於斯洛伐克而言，大

斯拉夫主義提供了兩重意義：一方面為其與捷克的聯合提供了意識形態基

礎，另一方面也為其獨特民族認同的建構提供了理論框架。 

斯洛伐克語言標準化是民族認同建構的重要里程碑。盧多維特·什圖爾

（Ľudovít Štúr）於 1840 年代系統化斯洛伐克語，出版《斯洛伐克民族報》

並創辦斯洛伐克聯誼會（Matica slovenská）文化協會這些舉措不僅抵制了

匈牙利的馬扎爾化政策，更為斯洛伐克民族認同的現代化奠定了基礎

（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 n.d.）。什圖爾的語言改革超越了純粹的文化

層面，具有深刻的政治意涵：通過建立獨特的語言標準，斯洛伐克人得以區

別於捷克人和其他斯拉夫民族，為後來的政治自治訴求提供了文化合法性

（Gluchman, 2022）。主張斯拉夫民族在奧匈帝國框架內的平等地位與自治

權）與什圖爾的合作，促成了「捷克斯洛伐克主義」（Czechoslovakism）的

萌芽，即將捷克人與斯洛伐克人視為密切相關的斯拉夫民族。然而，這種早

期的合作並未消除兩民族間的差異，反而在某種程度上強化了斯洛伐克對

平等地位的期待（Tonu, 2024）。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秩序重構為中歐民族國家的建立創造了歷史

機遇。1918 年，捷克與斯洛伐克僑民在美國簽署『匹茲堡協定』，1同意建立

 
1 『匹茲堡協定』於 1918 年 5 月 31 日在匹茲堡簽署，規定斯洛伐克將擁有自己的行政機

構、議會和法庭，斯洛伐克語將成為官方語言。然而，正如學者所指出（Barbieri, 1992），

馬薩里克後來承認該協定僅是為了安撫希望斯洛伐克獨立的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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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家，斯洛伐克享有自治權。托馬斯·馬薩里克（Tomáš Masaryk）與愛

德華·貝奈斯（Edvard Beneš）積極推廣「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的統一概念，

為新國家的合法性建構提供理論基礎。然而，捷克斯洛伐克的建立更多基

於地緣政治與經濟考量而非真正的民族融合（Barbieri, 1992）。捷克地區擁

有相對發達的工業基礎，斯洛伐克則以農業為主，這種經濟互補性雖然提

供了聯合的實用價值，但也埋下了結構性不平等的種子。2 

戰間期的政治實踐，暴露了捷克斯洛伐克內在的結構性矛盾。『匹茲堡

協定』承諾的斯洛伐克自治權未能完全實現，布拉格的中央集權政策導致

斯洛伐克感到被邊緣化。這種政治邊緣化體現在多個層面：（1） 政府高層

與行政職位多由捷克人把持，斯洛伐克人的政治參與受到限制；（2） 經濟

政策優先支持捷克的工業發展，斯洛伐克投資不足導致失業率居高不下；

（3） 文化政策推廣「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的統一認同，實際上強調捷克語

的主導地位。 

斯洛伐克人民黨（Hlinkova slovenská ľudová strana, HSĽS）的成立與活

動標誌著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的政治化轉向。由安德烈·赫林卡（Andrej Hlinka）

領導的 HSĽS 將天主教保守主義與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相結合，強調斯洛伐

克的文化、宗教和語言獨特性。該黨的意識形態融合了多重元素：天主教價

值觀與反世俗化立場；民族自決訴求，要求斯洛伐克擁有自己的議會、行政

機構和文化自主權；反共產主義立場（Tomas, 2023）。1925 年的『斯洛伐克

民族宣言』明確提出了聯邦制和自治要求，標誌著斯洛伐克民族主義從文

化運動向政治運動的轉化。 

1938 年的國際危機，為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的激進化提供了外部催化劑。

『慕尼黑協定』和『第一次維也納仲裁』（1938）進一步削弱了捷克斯洛伐

克的凝聚力。第一次維也納仲裁將斯洛伐克南部（約 10,390 平方公里，約

85 萬人口）割讓給匈牙利，領土損失激化了斯洛伐克的民族主義情緒

（Komjathy, 1979: 130-36）。這一決定未徵詢捷克斯洛伐克或斯洛伐克的同

 
2 托馬斯·馬薩里克和愛德華·貝奈斯積極推廣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這種理念更多基於地緣政

治考量，而非真正的民族融合（Nikodym ,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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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領土損失激化了斯洛伐克的民族主義情緒，HSĽS 領袖約瑟夫·蒂索

（Jozef Tiso）利用危機，強調斯洛伐克需要更大自主權以對抗外部威脅。  

在 1939 年 3 月 14 日，第一斯洛伐克共和國的建立標誌著斯洛伐克民

族主義的政治勝利，但同時也開啟了其最具爭議的歷史篇章。第一斯洛伐

克共和國在外交、軍事和經濟上完全依賴德國，卻被 HSĽS 宣傳為斯洛伐

克民族主義的勝利（Lorman, 2019）。第一斯洛伐克共和國時期的政策實踐

暴露了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的內在矛盾3。一方面，蒂索政權試圖通過獨立強

化斯洛伐克的文化和宗教認同，推行天主教保守主義政策，保護斯洛伐克

語和傳統文化；然而，蒂索（Jozef Tiso）政權對納粹德國的依附和反猶政

策嚴重損害了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的道德基礎（Lônčíková, 2020）。1942 年開

始的大規模驅逐猶太人行動，其中約 7 萬人被送往納粹集中營，使蒂索政

權成為大屠殺的共謀，為戰後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的發展留下了道德污點

（Hoensch, 1987）。1944 年斯洛伐克民族起義（Slovak National Uprising）

的爆發展現了斯洛伐克社會的內在分裂。這場由反法西斯力量發起的起義

反對蒂索政權和納粹控制，顯示了民族主義內部的分化：一部分人追求民

主的民族自決，而非法西斯化的獨立4（Hudek, 2015: 4）。起義雖然最終失

敗，但為戰後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的道德重建提供了歷史資源（Prečan, 2011）。 

戰後捷克斯洛伐克的重建，伴隨著對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的系統性壓制。

蒂索被處決，HSĽS 被禁止，民族主義被共產主義政府打壓並視為「法西斯

遺毒」（Naxera & Krčál, 2016）。然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並未能完全消除斯

洛伐克的民族意識，反而在某些方面為其潛在發展提供了新的空間。1969

年聯邦制的實施是共產主義時期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發展的重要里程碑。這

一制度安排源於 1968 年布拉格之春運動，由斯洛伐克人亞歷山大·杜布切

克（Alexander Dubček）領導，提出「有人性面貌的社會主義」。儘管改革被

 
3 斯洛伐克國政權內部也曾經發生過內鬥，保守派與激進派的鬥爭在 1942 年夏以保守派勝

利告終，德國出於實用考慮支持了更受民眾歡迎的保守派（Lorman, 2019）。 
4 起義展現了斯洛伐克社會的內在分裂：一部分人追求民主的民族自決，而非法西斯化的

獨立。起義的政治目標是恢復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這表明反法西斯力量對統一國家的

支持（Hudek, 201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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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鎮壓，但聯邦制的實施滿足了部分斯洛伐克民族主義訴求，成立了捷

克與斯洛伐克兩個社會主義共和國，各有自己的議會與行政機構（Dubček, 

1978: 420-23）。 

共產主義時期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的潛在發展體現在多個領域。在文化

領域，斯洛伐克語作為官方語言之一繼續在學校、出版和媒體中使用，斯洛

伐克聯誼會於 1968 年後恢復運作5，出版斯洛伐克語文學、歷史與民俗研究

（Koucký, 1990: 365-69; Hudek & Benko, 2024: 7-9）6。在經濟領域，共產政

權大力投資斯洛伐克地區，使其人均收入達到捷克地區的 90%7，基本改變

了經濟落後的地位（Wemer, 2013: 7）。然而，這種經濟發展也產生了新的矛

盾：斯洛伐克人認為聯邦政府將污染環境的重工業引入斯洛伐克，而捷克

人則認為政府用捷克人的力量補貼斯洛伐克（Chase, 1997: 15-18）。共產主

義時期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的最重要特徵是其隱性發展。表面上的意識形態

統一掩蓋了深層的民族認同差異，這種差異在 1989 年天鵝絨革命後迅速政

治化。聯邦制經驗為斯洛伐克人提供了自治管理的實踐，培養了本土政治

精英，為後來的獨立運動奠定了基礎8（Ritter, 2012）。 

1989 年天鵝絨革命的成功推翻了共產黨專政，為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的

公開表達提供了政治空間。天鵝絨革命的爆發並非偶然事件，而是東歐劇

變大背景下捷克斯洛伐克內部矛盾積累的結果（Wolchik, 1990）。在 1980 年

代，蘇聯戈巴契夫的改革開放政策為東歐國家的政治變革創造了國際條件。

1989 年 11 月 17 日（國際學生日），布拉格超過十萬人的遊行活動成為革命

 
5 1954 年，共產主義政權出於政治原因，將斯洛伐克聯誼會轉變為國家組織，活動實際上

僅限於國家圖書館、文學檔案和文學博物館等功能。然而，1968 年後，該組織恢復了會

員制和地方俱樂部，並開始發展新的活動。  
6 在 Simon Smith 研究中指出，斯洛伐克地方文化的認知仍受到共產主義時期官方與非官

方、正式與非正式、傳統與另類領域之間劃分的影響（Smith, n.d.）。 
7 斯洛伐克經濟研究院的資料顯示，1948 年斯洛伐克農業雇用了 60%的工人，到 1980 年

初這一比例降至約 18%。這種結構性變化反映了共產政權對斯洛伐克地區的大力投資，

基本改變了其經濟落後地位（Research in Slovakia, n.d.） 
8 1968 年聯邦化進程的學術研究證實了其對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發展的重要意義。研究者指

出創建兩個組成共和國（一個捷克，一個斯洛伐克）實現的捷克斯洛伐克聯邦化，是改

革者的積極成就（Dubček,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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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導火線，防暴警察鎮壓學生示威引發了從 11 月 19 日到 12 月下旬的一系

列示威抗議。天鵝絨革命的成功體現了其「天鵝絨」般的溫和特質。除了 11

月 17日的衝突外，整個過程沒有經過大規模的武裝衝突就實現了政權更迭，

也沒有人因此而喪生（Cox & Frankland, 1995: 75-78）。11 月 28 日，捷克斯

洛伐克共產黨宣布放棄權力並取消一黨專政（Mikuš, 2021: 60-62）。瓦茨拉

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於 12 月 29 日當選為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完成了

政權的和平轉移。民主化進程釋放了長期被壓抑的民族情緒，使得各種政

治力量得以公開競爭，斯洛伐克民族主義也因此獲得了新的政治機遇。 

天鵝絨革命後，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的復興呈現出幾個重要特徵。首先是

政治化程度的顯著提升。各種民族主義政黨和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其

中最重要的是弗拉基米爾·梅恰爾（Vladimír Mečiar）領導的民主斯洛伐克

運動（HZDS）9。梅恰爾成功地將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相結合，提出既要民

主化又要民族獨立的雙重訴求10（Trantidis, 2021; Hilde, 1999）。 

參、天鵝絨革命後捷克與斯洛伐克的政治爭執 

天鵝絨革命的成功雖然結束了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但同時也開啟了捷

克與斯洛伐克之間新一輪的政治競爭。民主化進程釋放了長期被壓抑的民

族情緒和政治訴求，使得兩個民族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得以公開化，最終導

 
9 在天鵝絨革命初期，斯洛伐克人建立公民論壇分支的可能性與建立公眾反暴力分支的可

能性相等。公民論壇在斯洛伐克 38 個區中的 19 個區享有卓越地位，並在至少 8 個其他

區存在。換句話說，OF 在斯洛伐克大約一半的領土上都是重要力量，遍布斯洛伐克三

個行政區域（東部、中部和西部斯洛伐克），甚至在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瓦本身也

存在。公眾反暴力最終在斯洛伐克公民運動中取得霸權地位，是布拉迪斯拉瓦活動家與

斯洛伐克其他地區同僚之間鬥爭的結果。這實際上是一場關於斯洛伐克適當政治組織的

對立願景的鬥爭，對斯洛伐克在捷克 -斯洛伐克聯邦中的未來具有關鍵意義（Krapfl, 

2009）。 
10 梅洽爾領軍的 HZDS，其意識形態被描述為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混合體，將戰前民族主

義和戰後社會主義元素相結合。該黨在最後的捷克斯洛伐克歲月中推廣捷克和斯洛伐克

平等夥伴關係的理念以及斯洛伐克政治自治。獨立後，它發展出一種族裔民族主義敘事，

將斯洛伐克認同與匈牙利少數民族對立（Trantidis, 2021）。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22 卷、1 期（2026/春季號） 

 

130 

致了聯邦的解體。天鵝絨革命的成功並未解決捷克與斯洛伐克之間的根本

性分歧。相反，民主化進程為這些分歧的公開表達提供了政治空間，使得潛

在的民族矛盾迅速政治化（Nikodým, 2023）。革命期間，捷克地區的主導力

量是「公民論壇」，斯洛伐克地區則是「公眾反暴力」組織，這種組織上的

分化已經預示了後來政治發展的走向（Krapfl, 2009）。 

1990 年的連字符戰爭（Hyphen War）雖然表面上看似微不足道，但實

際上揭示了捷克與斯洛伐克在國家認同問題上的根本性分歧。天鵝絨革命

後，聯邦名稱「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需要修改以反映民主化的成

果，但關於新國名的討論卻引發了激烈爭論。斯洛伐克方面主張使用

「Czecho-Slovakia」（帶連字符），強調兩民族的平等地位；捷克方面則傾向

保留「Czechoslovakia」（無連字符），強調統一國家的概念11。這場爭議於

1990 年 3-4 月達到高峰，斯洛伐克議會與民族主義者強烈要求連字符名稱，

認為無連字符抹殺了斯洛伐克的民族認同。捷克方面則反對連字符，認為

其象徵著國家的分裂。爭議引發了布拉迪斯拉瓦與布拉格的抗議活動，顯

示了民眾對這一看似技術性問題的高度關注。最終，1990 年 4 月 20 日，聯

邦議會通過了「捷克與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作為妥協方案，既避免了連字

符，又明確提及了兩個民族（Krapfl, 2009）。 

連字符戰爭的深層意涵在於它反映了兩個民族對國家性質的不同理解。

對於斯洛伐克人而言，連字符代表著平等和尊嚴，是對其民族地位的承認；

對於捷克人而言，連字符則可能意味著國家的分裂和統一性的喪失。這種

認知差異為後來更嚴重的政治衝突埋下了伏筆。 

連字符戰爭之後，捷克與斯洛伐克之間的分歧進一步擴展到聯邦結構

和權力分配問題上。斯洛伐克要求更大的自治權，傾向於建立鬆散的邦聯

制；捷克則支持強聯邦制，強調中央政府的權威。這種結構性分歧反映了兩

個民族對現代國家治理模式的不同理解。1990 年的權力分配談判顯示了雙

 
11 奧地利科學院的研究詳細記錄了這場爭議的過程。在 1990 年 1 月 23 日，哈維爾總統在

聯邦議會建議從國名中省略社會主義一詞，這在斯洛伐克引起公眾騷動。斯洛伐克拒絕

接受任何類似於第一共和國統一捷克斯洛伐克民族概念的名稱。經過戲劇性談判後，連

字符戰爭成為關於愛國主義、認同和明顯民族主義衝突的開端（Suk,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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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立場的不可調和性。斯洛伐克要求聯邦議會授予地方更多的財政與立法

權，希望在稅收、預算、外交等關鍵領域獲得更大的決策權。捷克方面則擔

心過度的權力分散會導致聯邦的解體，堅持維持中央政府在重要事務上的

主導地位（Rychlík, 2018）。 

1991 年的米蘭諾維采會談（Milanovice Talks）是解決聯邦結構爭議的

重要嘗試。聯邦政府試圖通過憲法改革明確捷克與斯洛伐克共和國的權限，

但斯洛伐克代表堅持邦聯模式，要求各共和國享有更大的主權，包括擁有

自己的憲法、法律體系和國際法律主體資格。捷克代表則拒絕了這種要求，

認為邦聯制實際上等同於國家的分裂。談判的失敗標誌著通過憲法途徑解

決爭議的努力告一段落（Stein, 1992）。聯邦結構的爭執成為分離的核心驅

動因素，因為它涉及到國家主權的根本問題。斯洛伐克認為只有通過邦聯

制或獨立才能保障其平等地位和民族尊嚴，而捷克則認為維持強聯邦制是

保障國家統一和有效治理的必要條件。 

經濟轉型政策的分歧加劇捷克與斯洛伐克之間的政治矛盾。1989 年後，

捷克斯洛伐克開始推行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但兩個地區對改革

速度和方式存在根本性分歧。捷克主張快速私有化與激進的經濟自由化，

認為只有通過「休克療法」才能快速建立有效的市場經濟體制，得到了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的支持，也符合當時新自由主義

經濟學的主流觀點。捷克的工業基礎相對發達，具備承受激進改革衝擊的

條件，但斯洛伐克方面則要求採取漸進的改革策略，主張保護主義與政府

補貼相結合的政策。這種立場反映了斯洛伐克經濟結構的特殊性：該地區

以重工業和農業為主，國有企業在經濟中占主導地位，快速私有化可能導

致大規模失業和社會動盪。斯洛伐克領導人擔心激進改革會損害該地區的

經濟利益，加劇與捷克地區的發展差距12（Gould & Szomolányi, 2000: 63-65）。 

 
12 美國國務院的分析指出，在 1992 年，兩位主要當選政治家瓦茨拉夫·克勞斯（代表捷克

人）和弗拉基米爾·梅恰爾（代表斯洛伐克人）會面試圖就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未來的形

態達成妥協。克勞斯是一位經濟學家，對他來說在共產主義嚴格規則後自由化捷克斯洛

伐克經濟是最重要的。另一方面，梅恰爾反對這種向自由市場的快速轉變（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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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91 年的經濟計劃爭議集中體現了這種分歧。聯邦政府的私有化計

劃優先支持捷克的工業部門，而斯洛伐克的國有企業面臨裁員與關閉的風

險。大型軍工企業的命運成為爭論的焦點：這些企業主要位於斯洛伐克，在

冷戰結束後面臨需求驟減困境，但它們同時也是當地就業的重要支撐 13。

1992 年選舉前的經濟政策辯論進一步激化了矛盾。斯洛伐克要求聯邦政府

提供更多補貼支持地方工業，建立就業保護機制，並在對外貿易政策上給

予特殊考慮。捷克方面則認為這種要求會拖累整體經濟改革的進程，損害

國家的國際競爭力（Innes, 1997）。經濟分歧的政治化過程表明，看似技術

性的政策爭議往往具有深刻的政治意涵。對於斯洛伐克而言，經濟政策的

分歧不僅關係到物質利益，更關係到民族尊嚴和政治地位。斯洛伐克民族

主義者將經濟不平等問題政治化，將其描述為捷克對斯洛伐克的「經濟殖

民」，為分離主義訴求提供了經濟合理性。  

1992 年 6 月的聯邦選舉成為捷克與斯洛伐克政治分化的決定性時刻。

選舉結果清晰地反映了兩個地區民眾對國家未來的不同期待，也為後來的

分離談判奠定了政治基礎。在捷克地區，瓦茨拉夫·克勞斯（Václav Klaus）

領導的公民民主黨（ODS）獲得勝利。克勞斯是堅定的自由市場經濟支持者，

主張快速推進經濟改革和私有化進程。在聯邦問題上，ODS 支持強聯邦制，

反對過度的權力分散，認為只有在統一的政治框架下才能有效推進經濟轉

型。但在斯洛伐克地區，弗拉基米爾 ·梅恰爾領導的民主斯洛伐克運動

（HZDS）成為最大的政治力量14。梅恰爾的政治立場結合了民族主義、民

粹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元素，主張更加漸進的經濟改革策略，強調保護斯

洛伐克的民族利益和社會穩定。在聯邦問題上，HZDS 要求更大的自治權，

甚至不排除獨立的可能性。 

 
13 由於捷克和斯洛伐克經濟結構的差異，共產主義後的經濟改革對斯洛伐克經濟的打擊比

對捷克更嚴重。斯洛伐克對激進改革的政治反對與捷克地區對改革的廣泛支持形成對比

（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14 HZDS 的支持在既受改革威脅的人群（最低學歷和高中教育人口）中最強，也在高素質

專家中獲得超過 50%的支持。這指向技術精英或灰色地帶構成了重要的支持基礎（Inne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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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結果的對比性揭示了兩個地區政治偏好的根本性差異。捷克選民

更關注經濟效率和快速融入西方，願意接受改革的短期成本以換取長期利

益；斯洛伐克選民則更重視社會穩定和民族尊嚴，對激進改革持懷疑態度。

這種偏好差異反映了兩個地區不同的歷史經驗、經濟結構和文化傳統。選

舉後的政府組建過程進一步暴露了政治分歧的嚴重性（Cox & Frankland, 

1995）。克勞斯與梅恰爾在經濟政策、聯邦結構、外交取向等關鍵問題上存

在根本性分歧，無法形成有效的執政聯盟。這種政治僵局使得聯邦政府無

法正常運作，也為分離談判創造了客觀條件（Bunce, 1999: 220-22）。 

1992 年 7 月 17 日，斯洛伐克議會通過『斯洛伐克民族主權宣言』，標

誌著分離進程的正式啟動。這一宣言不僅是斯洛伐克民族主義政治化的高

峰，也是聯邦解體的重要催化劑。『主權宣言』的核心內容包括：宣示斯洛

伐克民族的主權地位，強調斯洛伐克人民擁有決定自己政治前途的不可剝

奪權利；要求建立獨立的斯洛伐克國家，或者在邦聯框架下享有完全的自

治權；拒絕任何形式的中央集權統治，堅持斯洛伐克的國際法律主體資格

（Innes, 1997）。宣言的通過引發了捷克方面的強烈反應。捷克政治領袖將

其視為對聯邦統一的直接挑戰，認為斯洛伐克正在單方面改變遊戲規則。

聯邦議會內部出現激烈爭論，捷克代表指責斯洛伐克破壞憲法秩序，而斯

洛伐克代表則堅持這是行使民族自決權的正當行為。聯邦總統哈維爾對『主

權宣言』表示強烈反對，認為這違背了天鵝絨革命的初衷，破壞了捷克斯洛

伐克的團結15。作為捷克斯洛伐克統一的象徵性人物，哈維爾的立場反映了

相當一部分民眾對分離的擔憂。然而，政治現實的發展已經超出了個人意

願的控制範圍。 

『主權宣言』的通過標誌著政治危機的全面升級。此時，通過政治妥協

維持聯邦統一的可能性已經微乎其微，分離談判成為唯一現實的選擇。宣

言為梅恰爾與克勞斯的後續談判提供了明確的政治授權，也為斯洛伐克民

族主義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基礎。 

 
15 哈維爾宣布辭職，表示宣言不清楚作為實際問題意味著什麼，但標誌著國家解體幾乎確

定（Czech Radio,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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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天鵝絨分離的談判過程與和平機制 

天鵝絨分離的成功實現不僅需要分離的政治意願，更 .透過精心設計的

談判機制和務實的政治領導。1992 年夏季開始的分離談判展現了現代民主

政治在處理複雜民族衝突時的制度化能力，其和平性質與同期其他國家解

體的暴力衝突形成了鮮明對比。雙方領導人都意識到維持現狀的不可持續

性，但同時也認識到暴力衝突的巨大成本。這種理性計算為和平談判創造

了基礎條件。克勞斯後來回憶說，他認為分離在當時是不可避免的，他的任

務是使分離過程友好、和平且公平。談判的階段性特徵反映了複雜政治問

題的漸進性解決過程。初期階段（1992 年 6-7 月）主要是探索性談判，雙

方試圖尋找維持聯邦的可能性；中期階段（1992 年 7-8 月）是關鍵性決策

階段，雙方逐漸接受分離的現實；後期階段（1992 年 8-12 月）是技術性談

判階段，重點是具體的分離條款和執行機制。 

1992 年 7 月 23 日的布拉迪斯拉瓦會談是捷克斯洛伐克命運的轉捩點。

這次會議在斯洛伐克議會通過《主權宣言》六天後舉行，會談的緊迫性和重

要性不言而喻。克勞斯與梅恰爾在會談中進行了坦誠的交流，最終達成了

分離的政治共識。會談的核心爭議圍繞著國家的未來結構展開。梅恰爾堅

持斯洛伐克應該獲得「國際法律主體性」和完全的主權，這與維持捷克斯洛

伐克聯邦的存續根本不相容。克勞斯則明確表示，如果無法維持強有力的

聯邦制，他寧願選擇分離也不接受鬆散的邦聯模式。這種立場的對立實際

上簡化了談判的複雜性。與其在邦聯與聯邦之間進行複雜的制度設計，不

如直接選擇分離這一清晰的解決方案。這種「簡化」體現了政治領袖的務實

智慧：在面對無法調和的根本性分歧時，清晰的分離可能比模糊的統一更

有利於雙方的長遠利益（Rychlík, 2018）。布拉迪斯拉瓦會談的成功還歸因

於雙方領導人的個人品格和政治風格。克勞斯和梅恰爾都是經驗豐富的政

治家，具有超越意識形態偏見的務實態度。他們能夠將個人情感與政治理

性相分離，專注於尋找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 

在 1992 年 8 月 26 日，克勞斯和梅恰爾在布爾諾的維拉圖根哈特（Vi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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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gendhat）舉行了決定性的閉門會議16。維拉圖根哈特談判的秘密性質體現

了政治決策的複雜性。雖然分離的政治意願已經明確，但具體的執行細節

需要在相對保密的環境中進行討論。這種秘密談判避免了過早的公眾干預

和媒體炒作，為達成協議創造了有利條件。談判過程展現了雙方的務實態

度。正如社會學家米洛斯拉夫·巴赫納（Miloslav Bahna）指出的，「捷克和

斯洛伐克的政治精英無法就如何進行市場轉型達成一致。捷克的觀點是：

越快越好。而斯洛伐克的觀點更加謹慎，偏好較慢的方法」。這種根本性分

歧，使得分離成為避免長期政治僵局的理性選擇（Czech Radio, 2022）。維

拉圖根哈特協議涵蓋了分離的主要原則和框架，為後續的技術性談判奠定

了基礎。協議的核心內容包括：確認分離的政治決定，時間表設定為 1993

年 1 月 1 日；建立分離執行委員會，負責處理具體的技術問題；承諾維持

友好關係，避免任何形式的敵對行為。 

分離過程的合法性和有序性需要通過正式的法律程序來保障。聯邦議

會通過了兩項關鍵的憲法法案，為分離提供了堅實的法律基礎。『憲法法案

541 號』（1992）主要處理聯邦財產的分割問題。該法案規定聯邦財產按捷

克與斯洛伐克人口比例（約 2：1）分割，涵蓋軍事裝備、國有企業、鐵路、

航空基礎設施等各類國家資產。這種基於人口比例的分配原則體現了公平

性考慮，避免了複雜的估值爭議17。『憲法法案 542 號』（1992）正式確立了

捷克斯洛伐克於 1992 年 12 月 31 日解體的法律事實，明確規定分裂後將形

成捷克共和國與斯洛伐克共和國兩個繼承國家。該法案還規定了過渡期的

行政安排，確保政府職能的連續性。法律框架的建立過程體現了現代民主

國家處理重大政治變革的制度化能力。通過正式的立法程序，分離獲得了

憲法層面的合法性，避免了可能出現的法律爭議。這種制度化取向與其他

 
16 布爾諾位於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發之間，維拉圖根哈特當時是政府建築物，這個地理位

置具有象徵性意義。談判的秘密性質體現了政治決策的複雜性，避免了過早的公眾干預

和媒體炒作（Villa Tugendhat Archives, 2022）。 
17 在協議之後數年的時間裡，經過捷克與斯洛伐克雙方不同程度的成功努力，大約有 95%

的聯邦財產分配完畢。但到 1998 年梅恰爾第三屆政府結束時，仍有爭議的 5%未得到解

決，特別是在金融領域。直到 1999 年（正式在 2000 年初），拖延的談判才結束

（Schmögnerová,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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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解體過程中的法律混亂形成了鮮明對比（Erdősová, 2022）。 

天鵝絨分離的成功不僅在於政治決策的智慧，更在於技術執行的精細。

分離協議涵蓋了國家解體的所有重要方面，其詳細程度和執行效率為國際

政治學提供了寶貴的案例研究材料。財產分割是分離協議中最複雜的部分。

按照 2:1 的基本比例，聯邦的所有物質資產都需要進行分配，包括：軍事裝

備的分配考慮了地理位置和戰略需求，大部分位於斯洛伐克境內的軍事基

地歸斯洛伐克管理；政府辦公設備、檔案資料按照相關性原則分配，與斯洛

伐克歷史相關的檔案歸斯洛伐克保管；交通基礎設施如鐵路、公路的維護

責任按地理邊界劃分（Fidrmuc, et al., 1999）。布拉格儲存的聯邦黃金儲備等

特殊資產的分配引發了一些爭議18，這些問題在分離後數年才最終解決，但

並未影響整體的分離進程。貨幣安排經歷了從統一到分離的轉變過程。最

初的計劃是保留共同貨幣（捷克斯洛伐克克朗），以減少分離的經濟成本。

然而，由於捷克方面擔心可能出現的經濟損失和通脹風險，兩國於 1993 年

2 月 8 日分別發行獨立貨幣。捷克在 1992 年秘密準備了貨幣分割的技術方

案，確保了快速而順利的過渡（World Bank, 1994: 20-23）19。 

邊界與公民權問題的處理體現了人道主義考慮。國界沿用原有的捷克-

斯洛伐克行政分界線，避免了複雜的領土爭議。公民可以自由選擇捷克或

斯洛伐克國籍，大多數人選擇了與其居住地相對應的國籍（Sardelić, 2015）。

但是，羅姆人（吉普賽人）由於登記問題面臨了一定的公民權爭議 20，這一

問題在後續幾年中逐步得到解決（Bakker, 1999）。國際條約與外交資產的處

理展現了國際法的複雜性。聯邦簽署的國際條約需要由兩國共同繼承或重

 
18 1993 年 2 月，捷克政府要求斯洛伐克政府支付 247 億克朗，作為捷克共和國在聯邦時期

為斯洛伐克共和國進行投資和技術轉讓的補償。斯洛伐克政府回應要求支付 170 億美

元，作為二戰期間捷克共和國從斯洛伐克拿走的黃金儲備的補償。這相當於捷克共和國

GDP 的 80%（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6）。 
19 起初，斯洛伐克與捷克的貨幣具有相等的匯率，但後來大部分時間斯洛伐克克朗的價值

都低於捷克克朗（World Bank, 1994）。 
20 『公民權法』因阻止與捷克共和國有實際聯繫的羅姆人（如長期居住、工作和家庭關係）

申請捷克公民權而備受批評。雖然到 1993 年大多數居住在捷克共和國的羅姆人從未在

斯洛伐克生活過，但必須申請捷克公民權。為此，他們必須滿足以下標準：解體時在捷

克共和國擁有永久居留權、前五年無犯罪記錄以及精通捷克語（Sardelić,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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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談判，這個過程涉及數百項雙邊和多邊協議。外交資產按照協議進行分

割，捷克繼承了大部分現有的使館和領事館，斯洛伐克則需要新建外交網

絡。這種安排雖然在短期內給斯洛伐克造成了一定困難，但從長遠來看有

利於其獨立外交政策的建立。 

天鵝絨分離的成功為國際政治學提供了研究和平解決民族衝突的寶貴

案例。1989 年的非暴力革命確立了通過對話和協商解決政治分歧的傳統，

這種政治文化在分離談判中得到了充分體現。政治領袖和民眾都傾向於選

擇和平的解決方式，而非暴力對抗（Bunce, 1999）。天鵝絨分離過程中一個

值得深入分析的現象是民意與政治精英決策之間的落差。這種落差揭示了

現代民主政治中代議制的複雜性，以及政治領袖在處理複雜問題時的相對

自主性（Jefferson, 1994: 330-32）。民調數據顯示，分離主要由政治精英主

導，缺乏廣泛的民眾支持。1992 年 9 月的民調顯示，僅 36%的捷克人和 37%

的斯洛伐克人支持分離。這一數據表明，大多數民眾並不熱衷於國家的分

裂，更傾向於維持某種形式的統一21（Sardelić, 2015）。兩國領導人都拒絕舉

行關於分離問題的全民公投，這一決定引發了一定的爭議。支持者認為，全

民公投可能會阻礙必要的政治決策，因為民眾往往缺乏對複雜政治問題的

深入理解；反對者則認為，如此重大的政治決策應該由民眾直接決定，政治

精英無權代替人民做出選擇22（Hanley, 2004）。 

這種民意與政治決策的落差反映了代議制民主的內在張力。政治領袖

既要回應民眾的意願，又要具備超越短期民意的戰略眼光。在捷克斯洛伐

克的案例中，政治精英認為分離是避免長期政治僵局的必要選擇，即使這

一選擇在短期內缺乏廣泛的民眾支持（Trabucco, 2020: 633-35）23。事後的

 
21 公眾輿論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兩個部分都不支持分裂。如果就此問題舉行公投，最可能的

結果是捷克和斯洛伐克的選民都會投票反對分裂（Czech Radio, 2022）。 
22 根據媒體報導，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對分離實施方式評價不高，主要是因為他們在分離

過程中沒有發言權。大多數公眾輿論在 1992 年和現在都說公投是必要的（Heijmans, 

2017）。 
23 研究指出，捷克政治精英支持傳統的解決公共事務方式，不偏好在公投中諮詢公眾意見。

因為普遍的意見是，捷克公民在過去 100 年中只經歷了 30 年的民主，他們對自己直接

表達意見的能力缺乏信任（Trabucco, 2020: 6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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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證明了政治精英判斷的正確性。分離後兩國都實現了穩定的政治發展

和經濟增長，民眾對分離的支持率也逐步上升。這一經驗表明，在處理複雜

的政治問題時，政治領袖的戰略眼光有時比短期的民意更為重要

（Szomolányi, 2004: 149）。 

正如 Basta 與 Bustikova（2016）所指出的，「分割國家是唯一可能的解

決方案，因為它被阻塞了，它正在自行瓦解。如果我們不僅將國家視為法律

主體，而是將其視為功能結構，那麼我們必須意識到，國家在 1992 年正在

逐漸消失。它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了」。這種功能主義的分析視角揭示了政治

制度的動態性質：當一個政治體系無法有效運作時，其形式上的存續可能

掩蓋實質上的解體。 

伍、天鵝絨分離後對兩國國際地位的影響 

天鵝絨分離不僅是中歐政治版圖的重新繪製，更是兩個新興民主國家

重塑國際身份、融入國際體系的歷史進程。分離後的 30 多年來，捷克共和

國與斯洛伐克共和國走出了既有共同點又各具特色的國際發展道路。天鵝

絨分離雖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完成，但分離本身並非毫無代價。事實上，

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給兩國，尤其是斯洛伐克帶來了嚴重的經濟、社會與

政治挑戰。這些挑戰在分離後的最初數年間尤為明顯，包括經濟衰退與失

業危機、少數民族權利受損，以及民主制度的倒退風險。 

1993 年 1 月 1 日，捷克斯洛伐克正式分裂為兩個主權國家，這一歷史

性時刻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迅速認可。兩國於 1993 年 1 月加入聯合國，標誌

著它們作為獨立主權國家在國際舞台上的正式亮相。這種快速的國際認可

反映了冷戰後國際體系對國家分離相對寬鬆的態度，也體現了天鵝絨分離

和平性質的國際價值。分離後過渡安排的順利進行展現了兩國政治精英的

務實精神。雙方簽署了一系列雙邊協議，確保貿易、邊界管理與公民權利的

連續性。這些協議涵蓋了從海關合作到文化交流的各個方面，為兩國關係

的制度化奠定了基礎。外交資產的分割雖然在技術上複雜，但整體過程相

對平順，避免了可能出現的外交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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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鵝絨分離雖然總體上是成功的，但在實施過程中也產生了一些遺留

問題。這些爭議的處理方式和解決機制為理解兩國關係的發展提供了重要

視角。其中加布奇科沃-納吉馬羅什水壩（Gabcikovo-Nagymaros Dam）爭議

是分離後最複雜的遺留問題之一。這個多瑙河上的水電項目始於 1977 年的

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聯合協議，分離後由斯洛伐克繼承，成為與匈牙利的

雙邊糾紛，但也間接影響了捷克-斯洛伐克關係24（Deets, 2009）。斯洛伐克

於 1992 年單方面啟動水電站運營，引發了環境和國際法爭議。捷克雖然不

是直接當事方，但在財務責任和多瑙河水權問題上與斯洛伐克存在分歧。

1997 年國際法院的裁決確認了原有協議的有效性，匈牙利無權單方面終止

協議，但斯洛伐克也不能單獨運營加布奇科沃25（Deets, 2011）。捷克的財務

責任通過雙邊協商得到解決，這一經驗表明，技術性爭議可以通過法律途

徑和外交談判得到妥善處理。 

財產分割的後續爭議主要涉及聯邦資產的具體估值和分配。雖然 2:1 的

基本比例已經確定，但部分資產（如黃金儲備、國有企業股權）的具體分割

在執行過程中產生了爭議。斯洛伐克認為自己在某些高價值資產的分配中

處於劣勢，要求額外補償。1994 年雙方簽署的補充協議通過捷克支付約 5

億美元補償金的方式解決了大部分爭議（Capek & Sazama, 1993: 215-18）。

這種務實的解決方案避免了長期的法律糾紛，也為兩國關係的發展掃清了

障礙。 

邊境管理與人員流動問題在歐盟一體化進程中逐步得到解決。分離初

期，兩國需要建立邊境檢查制度，處理跨境人員流動問題。其中最大的問

題，就是羅姆人的跨境問題。捷克斯洛伐克分離時，許多羅姆人面臨複雜的

身份問題。在聯邦時期，共和國之間的邊界僅具有行政意義，羅姆人可以自

 
24 1977 年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同意在多瑙河上建設大壩綜合體，分離後這一爭議由斯洛

伐克繼承。學術研究顯示，該爭議的象徵意義極其重要：對斯洛伐克而言，大壩代表著

斯洛伐克民族在現代世界的重要成就；對匈牙利而言，大壩與共產主義的失敗聯繫在一

起（Deegan-Krause, 2006）。 
25 法院基本上裁定：匈牙利無權單方面廢除 1977 年協議；雙方都可以要求對彼此的失敗

造成的損害進行相互賠償；匈牙利有權共同控制現有系統並平等分享能源，但只有在首

先支付其對原投資的貢獻（即 50%的成本）後才能實現這種權利要求（Deet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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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遷徙和定居。但分離後，原本的行政邊界轉化為國際邊界，羅姆人的身份

歸屬成為政治問題。許多居住在捷克的羅姆人在行政記錄上被標註為「斯

洛伐克共和國公民」，儘管他們在捷克生活了數十年甚至終生；這種行政劃

分在聯邦時期無關緊要，但在分離後卻成為決定公民身份的關鍵因素。1992

年 12 月 29 日，捷克議會以 155 票贊成、13 票反對通過了『公民權法』（Act 

No. 40/1992），該法律規定，只有滿足以下條件的人才能自動獲得捷克公民

身份：（一）在 199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擁有捷克共和國的共和國公民身份

（在聯邦框架內的行政身份）。（二）在捷克境內擁有登記的永久居住地。

（三）擁有五年無犯罪記錄（Sobotka, 2007 ）。第三項要求成為羅姆人獲得

公民身份的主要障礙。由於羅姆人群體普遍面臨經濟困難、教育水平較低、

社會邊緣化等問題，他們的犯罪率相對較高（主要是輕微犯罪如盜竊、違反

公共秩序等）。這一「無犯罪記錄」要求被廣泛認為是針對羅姆人的歧視性

條款（ERRC, 2000; Sobotka, 2007）。 

更為嚴重的是，根據議會記錄，該法律的設計初衷即是將羅姆人從捷克

轉移到斯洛伐克。1992 年 7 月的一份政府文件明確指出：「這一過程（分離

後建立捷克公民身份）應被用來……將羅姆民族的公民轉移到斯洛伐克」

（Sobotka, 2007: 49）。這表明該法律具有明確的種族歧視意圖。但斯洛伐克

的梅恰爾政府，對少數民族尤其是匈牙利少數民族和羅姆人一樣實施了邊

緣化政策。匈牙利語在公共場所和教育系統中的使用受到限制（Deegan-

Krause, 2006）。羅姆人則繼續遭受系統性歧視，無法獲得公民身份、就業和

教育機會。 

由於無法滿足『公民權法』的要求，成千上萬的羅姆人陷入了無國籍或

半無國籍狀態。他們既不是捷克公民，也往往無法獲得斯洛伐克公民身份

（因為他們在斯洛伐克沒有永久居住記錄）（ERRC, 2000）。這一狀態帶來

了嚴重的實際後果，沒有公民身份的羅姆人無法合法工作，企業拒絕聘用

身份不確定的求職者（HRW, 1997）。無國籍羅姆人無法領取失業救濟、兒

童補助、養老金等社會福利，尤其女性羅姆人更面臨「雙重邊緣化」的風險

（Piscová, 2006）。而且沒有公民身份意味著無法投票或參選，羅姆人失去

了政治發聲的渠道（HRW, 1997）。教育與住房限制：羅姆兒童入學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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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無法租賃或購買房產（UNICEF, 1995）。此外，地方政府官員利用分

離的機會，將羅姆居民驅逐出公共住房。1992 年 12 月，捷克總檢察長甚至

向議會提交了一份『特別措施法』草案，旨在「以專業方式解決某些無法正

常行為的居民群體的問題」，這一措辭被廣泛理解為針對羅姆人（Sobotka, 

2007）。 

公民權法立即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強烈批評。歐洲羅姆人權利中心

（ERRC）、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等組織多次譴責捷克的政策（Struhárová, 1999）。在國際壓力下，捷

克政府於 1995 年修訂了『公民權法』，為所謂的「自由捷克人」（來自烏克

蘭的捷克族裔）提供了優惠待遇。1996 年 5 月，議會再次修訂法律，允許

內政部在特定情況下忽略「無犯罪記錄」的要求（ERRC, 2000）。但這些修

訂的實際效果有限，因為它們仍然要求申請人證明「家庭、社會和勞動背

景」（zázemí）以及持有長期居住許可（ERRC, 2000）。羅姆人問題成為捷克

斯洛伐克分離後最嚴重的人權遺留問題之一。歐盟委員會在 2000 年代的多

份國家報告中持續批評捷克和斯洛伐克對羅姆人的邊緣化政策，認為這違

反了歐盟的人權標準（Kochenov, 2010）。羅姆人問題至今仍是兩國面臨的

主要社會挑戰之一。但隨著 2004 年兩國加入歐盟、2007 年成為申根區成

員，邊境檢查被取消，人員自由流動得到保障（Fiałkowska, et al., 2024: 463-

65），但羅姆人的流動問題獲得解決，人權保障卻進展有限。  

捷克共和國在分離後迅速展現了融入西方體系的決心和能力。26憑藉其

相對發達的工業基礎、布拉格的國際地位以及瓦茨拉夫·克勞斯政府的快速

市場化改革，捷克成功地將自己定位為中歐民主與經濟改革的典範

（Machonin, et al., 2006）。快速的西方整合進程體現了捷克的戰略眼光。在

安全領域，捷克於 1999 年成為第一批加入北約的前華沙公約國家之一，與

波蘭和匈牙利一同實現了歷史性的軍事聯盟轉換。這一成就不僅標誌著捷

 
26 捷克於 1999 年加入北約、2004 年加入歐盟的過程。1993 年 1 月 1 日，捷克共和國被接

納為北大西洋合作理事會成員，1995 年開始與北約的正式對話。但與捷克、匈牙利和波

蘭於 1996 年加入經合組織、1999 年加入北約不同，斯洛伐克僅在 2000 年成為經合組

織成員，北約和歐盟加入時間均晚於其他維謝格拉德國家（Halás, 2014）。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22 卷、1 期（2026/春季號） 

 

142 

克在安全領域完全融入西方體系，更象徵著其從冷戰時期東方陣營向西方

民主陣營的根本轉變。 

在經濟整合方面，捷克於 2004 年 5 月正式加入歐盟，成為歐盟第五次

擴大的重要成員。加入歐盟不僅提升了捷克的國際地位，也為其經濟發展

提供了巨大的機遇和資源。歐盟成員資格使捷克能夠參與歐洲單一市場，

獲得結構基金支持，並在歐洲政治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經濟發展的成功

軌跡鞏固了捷克的國際聲譽（Kundu, 2024）。分離後，捷克充分利用其工業

化優勢，吸引了大量外國直接投資。布拉格逐漸發展為中歐重要的金融和

商業中心，其地位不僅體現在經濟指標上，更體現在國際機構和跨國公司

的區域布局中。捷克的成功轉型經驗成為其他轉型國家學習的對象（Halás, 

2014）。中歐地區領導角色的確立是捷克國際地位提升的重要體現。在維謝

格拉德集團（V4）中，捷克經常扮演重要的協調者角色，憑藉其穩定的政

治制度、相對發達的經濟以及成功的民主轉型經驗，在中歐區域合作中發

揮了重要的引領作用（Tůma, 2006: 5-7）。 

斯洛伐克的國際地位提升經歷了更為複雜和曲折的過程，其發展軌跡

充分體現了小國外交在內政與外交互動中的複雜性。分離後初期（1993-98），

由於弗拉基米爾·梅恰爾政府的威權傾向，斯洛伐克面臨了相當程度的國際

孤立。初期國際孤立的深層原因體現了國際社會對民主價值的重視（Bakker 

1998: 25-27）。梅恰爾政府的民族主義政策、對媒體自由的限制以及對少數

民族權利的忽視（Bacisin, 1999），引起了歐盟與北約的嚴重關切（McAdams, 

1997），27這一時期使斯洛伐克在國際上陷入孤立，並險些滑向專制軌道

（New York Times, 1997）。 

梅恰爾政府對媒體實施了系統性控制。國營電視台成為政府的宣傳工

具，獨立媒體則遭到廣告封殺和行政騷擾（Wemer, 2013）。調查性記者面臨

威脅和恐嚇，批評政府的媒體機構受到稅務審查和執照吊銷的威脅

（ Bacisin, 1999 ）。1998 年選舉前，政府通過了選舉法修正案，規定在 30

 
27 1997 年，歐盟和北約都以純粹的政治理由拒絕了斯洛伐克的成員資格申請。自由之家當

年的評分與俄羅斯、馬其頓和摩爾多瓦處於同一水平（3.80）（Szomolányi ,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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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正式競選期間，只有國營媒體可以播出與政治競選相關的活動。這一

規定迫使私營電視台 TV Markiza 取消了其「領導人」節目，以避免罰款和

失去營業執照（Trantidis, 2022）。這種做法嚴重限制了公眾獲取多元政治信

息的權利。 

梅恰爾執政期間，政府系統性地侵蝕司法獨立。高等法院的法官被更

換，法院的獨立性遭到嚴重侵蝕（Wemer, 2013）。政府利用控制下的檢察系

統來掩蓋或縱容政府官員的違法行為，當檢察官或法官試圖追究政府的責

任時，他們面臨政治壓力甚至職業威脅（ Deegan-Krause, 2006 ）。最臭名

昭著的案例是 1995 年總統科瓦奇（Michal Kováč）之子在奧地利被綁架事

件。據報導，這次綁架是由斯洛伐克情報機構策劃的，目的是報復科瓦奇總

統對梅恰爾的政治批評，一名向媒體洩密的情報官員隨後遭到汽車炸彈襲

擊（Wemer, 2013）。這些事件顯示了梅恰爾政府的殘暴手段。  

歐盟等國際組織對斯洛伐克的民主進程表示擔憂，暫緩了斯洛伐克的

加入談判。國際社會的這種反應表明，後冷戰時代的國際整合不僅要求經

濟改革，更要求政治民主化（Szomolányi, 2004: 149-51）。梅恰爾時期的政

策實踐暴露了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的內在矛盾。一方面，民族主義政策滿足

了相當一部分民眾的情感需求，鞏固了斯洛伐克的文化認同；另一方面，過

度的民族主義導致了國際孤立，損害了國家的長遠利益。這種矛盾最終促

成了政治變革的需求（Halás, 2014）。1998 年選舉的成功舉行和梅恰爾的敗

選，證明了民主制度和公民社會的韌性（Naegele, 1998）。儘管政府試圖操

縱選舉法和媒體環境，但高投票率（84.25%）和反對派的團結最終確保了

政權更替（Abrahám, 2002: paras. 12-15）。這為其他轉型國家提供了希望：

即使在威權威脅下，民主機制仍有可能發揮作用。 

1998 年後的政治轉向與國際復歸，標誌著斯洛伐克發展道路的重要轉

折。新政府積極推動民主化改革、改善人權狀況，並致力融入歐洲-大西洋

結構（RFE/RL, 1998）。此政策轉向不僅反映了國內政治力量的變化，也體

現國際壓力的有效性（Pridham, 2002: 80）。斯洛伐克在 2004 年同時加入北

約和歐盟，對該國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McAdams, 1997）。與捷克相比，

斯洛伐克的加入進程更加曲折，但最終的成功證明了該國能夠克服初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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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達到歐洲標準28（Mesežnikov, 2004）。這種「遲來的成功」反映了國

際整合的複雜性：政治民主化往往比經濟改革更為困難，但也更為根本。 

經濟轉型的後發優勢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政治發展的不足。分離後的

斯洛伐克經歷了嚴峻的經濟轉型陣痛。雖然捷克斯洛伐克聯邦在 1989 年後

已開始市場化改革，但分離本身加劇了斯洛伐克的經濟脆弱性，導致物價

上漲、失業率飆升、產業衰退等多重困境（UNECE, 1999）。斯洛伐克的失

業問題在分離後迅速惡化。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的資料，1990 年至 1993 年間，斯洛伐克的就業人數下降了 30

萬人，主要原因包括經濟重組、企業倒閉和大規模裁員（Búček, 2010）；同

時，勞動力人口增加了 3 萬人，導致 1993 年底失業人數達到 33 萬人，失

業率高達約 14%（Pani, 2000）。這一數字在隨後幾年保持在 12-13%的高位，

直到 1997 年後再次攀升，於 2000 年初達到 19.5%的峰值（Pani, 2000）。相

較之下，捷克共和國的失業問題則相對溫和。OECD（1994）的經濟調查顯

示，捷克在 1990 年代前半期的失業率大致維持在 4-5%左右，遠低於斯洛

伐克。這種差異反映了兩國經濟結構的根本不同：捷克擁有更多元化的產

業基礎和更靈活的勞動市場，而斯洛伐克則高度依賴重工業和軍工企業，

這些部門在轉型期間受到嚴重衝擊。 

斯洛伐克的工業生產在轉型初期大幅萎縮。OECD 的資料顯示，1991

年捷克斯洛伐克聯邦的工業生產下降至 1990 年水準的 76.9%（Capek & 

Sazama, 1993）。分離後，斯洛伐克的情況更為嚴峻。1990-93 年間，斯洛伐

克的就業下降主要集中在製造業和重工業部門（Pani, 2000）。從 GDP 角度

來看，斯洛伐克的經濟復甦明顯滯後於捷克（UNECE, 1999）。雖然兩國在

1993 年分離時的人均 GDP 差距相對較小（捷克約為 110，斯洛伐克約為

100，以指數計算），但隨後幾年這一差距逐漸擴大（EC, 2017）。直到 1999

年，斯洛伐克的經濟表現才首次達到並略微超過轉型前的水平（Wemer, 

 
28 斯洛伐克的第二階段民主轉型（1998-2002）與國際認可密切相關。1999 年 12 月赫爾辛

基峰會邀請斯洛伐克開始加入談判，標誌著其國際地位的根本性轉變（Mesežnikov,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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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相比之下，捷克的復甦速度更快，在 1990 年代中期即已回到轉型

前的經濟水平。 

經濟困境對普通民眾的生活造成了深遠影響。貧困率在 1989-1994 年

間增加了 5 個百分點，遠高於捷克的 1.2 個百分點增幅（UNICEF, 1995; 

Velkova, 2013）。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水準急劇下降，中產階級也面臨購買力

下降的壓力。這種社會不滿為 1998 年政權更替奠定了基礎，也反映了民眾

對梅恰爾政府經濟政策的失望。雖然起步較晚，但斯洛伐克在 2000 年代實

現了快速的經濟增長。布拉迪斯拉瓦發展為新興的金融中心，該國也成功

吸引了汽車製造業等外國投資（ Havlat et al., 2018 ）。斯洛伐克的經濟表

現證明了其具備融入歐洲經濟體系的能力29。 

維謝格拉德集團（V4）在兩國分離後關係維護中發揮了關鍵作用。這

個區域合作機制不僅為捷克與斯洛伐克提供了多邊對話平台，更重要的是

促進了整個中歐地區的一體化進程。V4 的歷史演進與制度化發展體現了中

歐區域合作的漸進性質。該組織於 1991 年 2 月 15 日成立，最初成員包括

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和匈牙利。1993 年捷克斯洛伐克分離後，捷克與斯洛

伐克作為獨立國家延續了合作框架（Visegrad Group, 2011）。V4 的主要目標

是促進成員國的共同利益，增強中歐在歐洲和全球舞台的影響力。 

維謝格拉德集團（Visegrád Group, V4）的名稱源自 1335 年四國國王在

匈牙利維謝格拉德堡的會晤。V4 集團建立於冷戰剛剛結束、東歐面臨巨大

不確定性的時代。四國共同的目標是：（1） 加強相互間的民主與市場經濟

建設的協調；（2） 共同爭取加入北約與歐盟；（3） 在區域事務中進行政治

協調與合作。在 1990 年代，V4 集團成為中歐地區最重要的區域組織，對

四國的民主化與西方融合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捷克與斯洛伐克在 V4 框架

內的合作體現了分離後相互尊重與友好關係的持續。分離後的十多年間，

 
29 斯洛伐克 2004 年的稅收和福利改革轉變了投資環境，包括引入 19%的個人所得稅統一

稅率、19%的增值稅統一稅率，以及將企業所得稅從 25%進一步降至 19%。這些改革有

助於促進投資和外國直接投資。斯洛伐克 2009 年歐元採用有助於塑造其經濟收斂。雖

然世界上大多數發達經濟體都經歷了經濟增長放緩，但斯洛伐克在 2009-16 年期間仍保

持了比捷克高 0.9 個百分點的 GDP 增長優勢（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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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邊貿易持續增長，旅遊往來頻繁，人民之間的文化交流不斷深化。許多斯

洛伐克人仍然使用捷克語，兩國的電視節目與流行文化也相互影響。這種

友好關係不僅增進了民眾的相互理解，也為區域穩定提供了基礎。加入歐

盟後，V4 集團的功能有所調整。隨著四國都成為歐盟成員，它們在歐盟內

部的政策協調變得更加重要。在歐盟事務上，V4 四國經常形成共同立場，

特別是在移民、能源與俄羅斯政策等問題上。這使得 V4 集團成為歐盟政治

版圖中一個重要的區域集團。 

V4 為捷克與斯洛伐克在分離後維持友好關係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性保

障。通過這個多邊框架，兩國能夠在避免雙邊敏感問題的前提下，專注於共

同利益的合作。30這種「多邊化」策略有效地緩解了可能出現的雙邊摩擦，

為關係的持續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Dubský & Kočí, 2020）。政策協調的多

領域擴展展現了 V4 合作的深度和廣度。在外交政策方面，V4 成員國在歐

盟、北約等國際組織中形成共同立場，增強了中歐的話語權。在經濟合作方

面，V4 推動區域內貿易、投資與基礎設施建設，如能源安全項目和交通網

絡建設。在文化交流方面，通過國際維謝格拉德基金會資助教育、文化項目

與學術研究，增強了區域認同。V4 合作的成功經驗表明，區域組織可以有

效地促進成員國間的關係發展。對於捷克與斯洛伐克而言，V4 不僅是合作

平台，更是身份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兩國通過 V4 向外界展示了中歐國家

團結合作的積極形象。 

當前挑戰與未來前景反映了區域合作的動態性質。儘管 V4 為兩國提供

了重要的合作平台，但該組織也面臨一些挑戰：民粹主義的影響導致部分

成員國在移民政策與歐盟關係上出現立場分化（Kaniok & Hloušek, 2025）。

對俄政策分歧，特別是 2022 年俄烏戰爭後，匈牙利的親俄立場引發內部分

歧；歐盟政策差異，捷克與斯洛伐克傾向親歐，而其他成員國在司法改革等

議題上與歐盟存在分歧（Mesežnikov, 2021: para. 12; Riepl & Zavarská, 2023）。

 
30 V4 合作為斯洛伐克的復歸發揮了關鍵作用。當弗拉基米爾·梅恰爾仍在執政時，維謝格

拉德鄰國為斯洛伐克保留了位子。1998 年政府更迭後，斯洛伐克重新取得保留中的席

位，V4 在安全領域的優先事項之一就是盡快完成斯洛伐克的北約一體化（Visegrad 

Group,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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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些挑戰並未損害 V4 的合作基礎。捷克與斯洛伐克在大多數問題上

保持了相似的立場，這種一致性為 V4 的持續發展提供了穩定因素。  

經過 30 多年的發展，捷克共和國與斯洛伐克共和國都成功地建立了穩

定的國際地位，但兩國在發展路徑、國際影響力和外交戰略方面仍存在一

定差異。積極成就的共同特徵體現了天鵝絨分離的成功。兩國都成功加入

了歐盟和北約，實現了「回歸歐洲」的目標；都建立了穩定的民主制度，獲

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都實現了經濟的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顯著

提升；都在中歐區域合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提升了整個地區的國際地位。

發展差異的結構性因素反映了兩國不同的稟賦和選擇。在經濟規模方面，

捷克的 GDP 約為斯洛伐克的兩倍，這種差異既有歷史原因，也與兩國的經

濟政策相關。在國際影響力方面，捷克在國際事務中的參與度更高，布拉格

作為中歐重要城市的地位更為突出。在政治穩定性方面，捷克的民主制度

相對更加穩定，而斯洛伐克偶爾還會面臨民粹主義和極端主義的挑戰31。 

外交戰略的微妙差異體現了兩國對歐洲一體化的不同態度。捷克在歐

洲一體化問題上表現出一定的「歐洲懷疑主義」傾向，對歐盟的進一步政治

整合持謹慎態度；斯洛伐克則相對更加親歐，將歐洲認同作為國家認同建

構的重要框架。32這種差異在歐元區加入、移民政策等具體問題上有所體現。

未來發展的趨勢判斷需要考慮多重因素的影響。兩國關係的基本穩定性不

會改變，V4 框架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歐盟一體化的深化可能會對兩國的

政策協調提出新要求；全球化和技術變革將為兩國提供新的發展機遇，但

也會帶來新的挑戰。 

總體而言，天鵝絨分離對兩國國際地位的影響是積極的。分離使兩國能

夠根據自己的特點和需求制定獨立的發展戰略，同時通過區域合作維持了

友好關係。這種「分離而不分裂、獨立而不疏遠」的發展模式為其他面臨類

似挑戰的國家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31 捷克的民主制度相對更加穩定，而斯洛伐克偶爾還會面臨民粹主義和極端主義的挑戰。

2016 年極右政黨 ĽSNS 進入議會，反映了反民主趨勢的出現（Trantidis, 2021）。 
32 學術研究揭示了兩國對歐洲一體化的不同態度（Halás, 2014）。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22 卷、1 期（2026/春季號） 

 

148 

陸、結論 

天鵝絨分離之所以能在沒有暴力衝突的情況下實現，並非偶然，而是多

個層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從國際、區域到兩國層面，我們可以識別出決

定分離成功的關鍵要素。在國際層面，冷戰結束後西方民主國家對東歐民

主化與市場化改革的支持，為和平分離奠定了基礎。無論捷克斯洛伐克選

擇統一還是分離，只要遵循民主與和平的程序，都能獲得國際認可與支持。

這種國際環境消除了通過暴力實現目標的必要性，也為制度化談判創造了

條件。在區域層面，中歐國家普遍遵循民主化與西方融合的共同道路。維塞

格拉德集團作為區域合作機制，為四國（包括捷克與斯洛伐克）的政治協調

提供了平台。分離後，兩國在 V4 框架內的持續合作，表明了地區國家可以

在不同政治體制下實現合作。這種區域合作機制有助於維持和平，防止民

族主義情緒的激化。在國家層面，捷克與斯洛伐克的和平分離首先取決於

其政治精英的戰略理性。梅恰爾與克勞斯雖然在政治理念上存在分歧，但

都認識到分離是解決聯邦僵局的必要選擇。他們採取了制度化的談判方式，

通過正式的法律程序確立分離的合法性。這種精英主導的理性決策相對於

民族主義的情緒化訴求，體現了現代民主政治中代議制的優勢。 

其次，兩國都繼承了 1989 年非暴力革命建立的和平政治文化。天鵝絨

革命的成功推翻了專制統治，為民主化提供了範例。這種非暴力的成功經

驗鼓勵人們在處理後續的政治分歧時也採取和平方式。相比之下，南斯拉

夫的情況則相反：各民族之間的歷史恩怨、強人政治的鼓動與國際干預的

缺乏，導致了暴力衝突的升級。 

再者，經濟互補性與相互依存雖然沒有根本上阻止分離，但促進了分離

後的和平合作。捷克的工業優勢與斯洛伐克的農業基礎創造了自然的經濟

分工與貿易互補。分離後，兩國的貿易關係不僅沒有中斷，反而在市場化改

革與歐洲一體化的推動下得以加強。這種經濟相互依存有助於維持兩國之

間的和平關係。 

最後，對民族主義的有效管理至關重要。斯洛伐克民族主義雖然強烈，

但在梅恰爾的領導下，它被轉化為理性的政治訴求，而非極端的民族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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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kodým, 2023）。同時，捷克人對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的尊重與妥協，避免

了民族主義的進一步激化。這種對民族主義的理性管理與有效引導，是和

平分離的重要保證。 

天鵝絨分離案例也為當今面臨分離主義運動的多民族國家提供了寶貴

的啟示。第一，精英決策與民意的平衡。 梅恰爾與克勞斯的決策雖然在當

時缺乏廣泛的民眾支持（僅約 36-37%支持分離），但事後被證明是正確的。

這表明，在複雜的政治問題上，政治精英的戰略眼光有時比短期的民意更

為重要。政治領袖需要具備超越短期民意、進行長期戰略規劃的能力。這對

民粹主義盛行的當代政治而言，具有重要的警示意義。 

第二，制度化談判的重要性。 天鵝絨分離之所以能和平進行，在於兩

國採取了制度化的談判方式，而非民族主義情緒的對抗。正式的談判結構、

法律程序與文件化的協議，有助於將潛在的衝突轉化為理性的協商。這對

其他面臨分離主義運動的國家而言，強調了通過制度化渠道處理民族衝突

的重要性。（Holigova, B 2017） 

第三，包容性的民族主義管理。 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的滿足並未導致對

少數民族或捷克人的壓迫。相反，分離後兩國都建立了相對民主的體制，保

護了少數民族的權利。這種包容性的民族主義管理方式，相對於排他性的

民族主義，更有利於社會的穩定與和平。 

第四，區域合作與國際融合的促進作用。 維塞格拉德集團與後來的歐

盟成員身份，強化了中歐地區的一體化。這種區域合作與國際融合有助於

消除國家間的對立，促進相互理解與合作。對其他地區而言，加強區域機制

建設與國際合作，可以有效地降低民族衝突升級為武裝衝突的風險。 

第五，歷史政治文化的影響。 1989 年的非暴力革命為整個社會樹立了

和平解決政治問題的榜樣。這種政治文化的積累與繼承，對於後續和平分

離的實現至關重要。當代國家應當重視建立與強化和平、理性的政治文化，

這是長期社會穩定的基礎。 

對於台灣而言，天鵝絨分離案例也提供了一些啟示。雖然台灣的情況與

捷克斯洛伐克有很大差異，但某些原則仍然具有參考價值。首先，政治精英

的理性決策與戰略遠見對於處理複雜的政治問題至關重要。台灣的民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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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應當鼓勵各政治陣營超越黨派與民族主義的短期訴求，進行長期的戰略

規劃。其次，制度化與法律化的處理方式有助於避免衝突的升級。第三，包

容性與多元化的政治文化對於社會的穩定至關重要。台灣應當繼續培養尊

重少數意見、接受政治多元性的社會氛圍。最後，國際融合與區域合作可以

有效降低衝突的風險。台灣應當積極參與地區與全球的經濟、文化與科技

合作，強化相互依存與相互理解。 

天鵝絨分離的成功最終取決於人類的理性選擇。當民族情感與地緣政

治利益相互衝突時，人類社會面臨著兩種可能的結果：暴力衝突或和平協

商。梅恰爾與克勞斯選擇了後者，使得兩國人民免於戰爭的苦難，同時也為

後代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這種選擇體現了現代民主國家對理性、法治與和

平的承諾。然而，「分割國家是當下唯一可能的解決方案」。這不是因為分離

本身是最優的，而是因為在某些歷史條件下，分離成為了避免更大衝突的

必要選擇。30 多年後的今天，捷克與斯洛伐克都成為了繁榮民主的國家，

兩國人民也維持了友好的關係。這個案例證明，和平分離不是以失敗告終，

而是開啟了兩個國家各自發展的新的歷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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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1 January 1993, Czechoslovakia was peacefully dissolved into two 

sovereign states: the Czech Republic and the Slovak Republic.  Widely 

referred to as the “Velvet Separation,” this episode constitutes one of the few 

cases globally where state disintegration was accomplished through peaceful 

means.  Asymmetrical trajectories of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and market-

oriented economic reforms intensified disagreements over federal design and 

macroeconomic policy, while simultaneously providing fertile ground for the 

rise of Slovak nationalism.  In the wake of the June 1992 federal elections, 

Czech leader Václav Klaus and Slovak leader Vladimír Mečiar initiated 

negotiations that, by July 1992, resulted in a political agreement on separation 

terms and laid the legal foundations for dissolution.  The success of this 

process can be attributed to strategic foresight of political elites, readiness to 

accept compromise, and pursuit of mutually beneficial arrangement.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negotiation process, identifies the core conditions that 

enabled a peaceful outcome, and assesses how the separation reshaped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both successor states, drawing broader insights into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multiethnic states may undergo peaceful dissolution. 

 

Keywords: Czechoslovakia; Velvet Separation; Václav Klaus; Vladimír 

Mečiar; Visegrád Group 

 
 shozaemonjp@gmail.com。 


